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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２１ 世纪以来，一批在犹太复国主义与后犹太复国主义辩论中成长起来的以色列知识

分子，围绕流散地历史与犹太教、犹太复国主义、移民运动、工党时期的集体主义观念、以色列国家性

质与未来走向、巴以冲突及以色列国家合法性等话题，重新审视民族国家的发展历史，并在此基础上

构建了一种以“修正”为核心的新史学话语，反映了当下期望与失望并存的以色列社会既要拥抱传统又

必须面向未来的时代特征，这些知识分子被称为“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 他们的出现，象征着以色

列史学发展的时代转向与史学方法的调试更新，也代表了以色列民族国家叙事的新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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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或称“后 － 后犹太复国主义”（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Ｐｏｓｔ⁃Ｚｉｏｎｉｓｍ），发端于 ２１ 世纪

初，是新一代学者在史学层面对以色列民族国家发展过程、现有社会面临之困境做出的回应。 作为

犹太民族主义史学发展的新阶段，“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并非全然以批判者的姿态出现，其定位

是阐释与探索，它构建的学术话语、研究范式对于当下以色列的民族国家构建及国民身份塑造都有

着重要影响，因此被称为继犹太复国主义史学和后犹太复国主义史学之后的“以色列史学的第三次

高潮”。① “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引起了以色列及国际犹太学术界的关注，并出现了一些相关的

研究成果。② 相较于国外，中国学术界对这一群体关注甚少，目前还没有成果发表，现有的学术研究

主要聚焦于代表犹太复国主义史学的“耶路撒冷学派”和代表后犹太复国主义的“新历史学家”，以
及围绕这两拨学术思潮的比较研究。③ 本文拟以“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为研究对象，探讨该学术

思潮的形成和主要观点，并尝试分析其对以色列民族国家叙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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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ｓｉ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ｗ Ｏｒｌｅａｎｓ， ２０１９；等等。
参见冯基华：《后犹太复国主义与巴以冲突》，《当代世界》２００３ 年第 ４ 期；王铁铮：《后犹太复国主义评析》，《西亚非洲》２００６ 年

第 ２ 期；杨阳：《以色列的后锡安主义思潮及其影响》，《西亚非洲》２０１０ 年第 ８ 期：王铁铮：《从犹太复国主义到后犹太复国主

义》，《世界历史》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李晔梦：《后犹太复国主义思潮研究———以以色列“新历史学派”为视角》，硕士学位论文，上海

社会科学院，２０１４ 年；艾仁贵：《“耶路撒冷学派”与犹太民族主义史学的构建》，《世界历史》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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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后犹太复国主义与第三次史学高潮的兴起

一代自有一代之学术，时代特征孕育史学的内涵、塑造史学家的气质，而史学又是时代的表达，
史学家滋养着时代精神。 历史学家对“过去的片段”加以解读，将其纳入国家历史叙事的集体记忆，
成为以色列民族国家构建的重要一环。 以色列史学在时代的洪流中长足发展并形成了自身的学术

传统，在相互冲突的情感表达中塑造着每一代历史学家的观点。① 围绕民族国家的构建、解构与修

正，以色列经历了三次史学高潮。
以色列建国前后，犹太复国主义史学作为以色列民族主义史学的象征，借力民族国家构建的时

代洪流取得长足发展，形成了第一次史学高潮。 贝尔（Ｙｉｔｚｈａｋ Ｂａｅｒ）、迪努尔（Ｂｅｎ Ｚｉｏｎ Ｄｉｎｕｒ）、考夫

曼（Ｙｅｈｅｚｋｅｌ Ｋａｕｆｍａｎｎ）等学者通过“巴勒斯坦中心史观”②对犹太历史进行了浪漫化的解读，从根本

上革新了犹太历史观念，也为犹太人在故土重构民族身份和创建现代国家提供了关键的学术支撑，
因而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史学潮流。③ 但是，犹太复国主义史学忽视了以色列多元民族与族群复杂历

史并存的客观事实，否定流散地和阿拉伯人的历史存在，有着不可否认的历史缺陷。 随着社会发展

过程中各类问题逐渐暴露，它也不断面临着新的局面与形势的挑战。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色列内部多族群社会矛盾凸显，外部地缘政治环境紧张。 在后现代和后

殖民思潮的影响下，莫里斯（Ｂｅｒｍｙ Ｍｏｒｒｉｓ）、弗拉潘（Ｓｉｍｈａ Ｆｌａｐａｎ）、佩普（Ｉｌａｎ Ｐａｐｐｅ）等一批“新历史

学家”尝试从史学角度解释以色列社会面临的困境，对犹太复国主义提出根本性否定与质疑，④由此

形成了以色列的第二次史学高潮。 “新历史学家”的讨论从学术圈扩展到公众领域，逐渐演变为一股

新的“后犹太复国主义”社会思潮。 虽然一度引起广泛关注，但后犹太复国主义史学低估了民族国家

构建的复杂性以及以色列社会的特殊性，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指控也往往因矫枉过正而走向极端。 因

此，他们的观点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接受与认可，始终未能在以色列史学界占据主流地位。 且“新历史

学家”注重解构疏于构建，从未形成建设性的话语体系。 因此，他们的观点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接受与

认可，始终未能在以色列史学界占据主流地位。
在“新历史学家”的冲击下，以色列历史学的发展处于困惑、低谷时期。 伴随着对后犹太复国主

义不满情绪的增长，民众对新历史话语的需求更显迫切。 加之 ２１ 世纪以来以色列国家经济稳步发

展、科技发达程度引人注目，但面临的挑战与困难不减，社会深陷一种“既乐观又焦虑”的矛盾情绪之

中。 复杂的情感渗透到学术研究中，促使当代以色列史学进入新发展阶段，⑤以色列第三次史学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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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ｓｔｏｒｙ， Ｖｏｌ. ２３， Ｎｏ. ４， ２００９， ｐ. ４０３.
“巴勒斯坦中心史观”包含以下几个核心内容：一是认为犹太民族是一个统一的、有机的生命体；二是强调民族与土地的联系；三
是否定流散生活；四是忽略和抹除非犹太人。 参见艾仁贵：《“耶路撒冷学派”与犹太民族主义史学的构建》，《世界历史》２０２０ 年

第 ６ 期。
艾仁贵：《“耶路撒冷学派”与犹太民族主义史学的构建》，《世界历史》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
艾仁贵：《“耶路撒冷学派”与犹太民族主义史学的构建》，《世界历史》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
许多犹太著名学者在其文章中都提及了这一观点，如社会学家迈克尔·费格提道，“现如今的以色列史学完全采用了后现代主

义的方法，而这在此前的研究中是缺席的，这是进入后犹太复国主义之后阶段的迹象之一……甚至可以被称为‘后 － 后犹太复国主

义’。” 参 见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Ｆｅｉｇｅ， “‘ Ｚｅ Ｓｉｐｕｒ Ａｌ Ｈａｍａｋｏｍ Ｖｅｚｅ Ｈａｍａｋｏｍ’： Ｄｉｏｎｙｓｕｓ Ｂａｓｅｎｔｅｒ Ｖｅｍａｂａｔ Ｎｏｓａｆ Ａｌ Ｈａ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ｙａ
Ｈａ'ｙｉｓｒａｅｌｉｔ”， Ｔｅｏｒｉａ Ｕｂｉｋｏｒｅｔ， Ｖｏｌ. ２６， Ｎｏ. １，２００５， ｐ. ２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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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应运而生，其宗旨在于焕发史学的活力，完善其阐释功能，服务于新的历史

发展阶段。
“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代表了对“新历史学家”激进态度的修正，以及向主流意识形态的回

归。 他们的思想有着丰富的现实背景与深厚的学术根源。 从现实层面看，第一，在多元文化挑战下，
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热情与希望在以色列社会与学术界重燃。 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在新一代学者

的成长经历中一直占据着主流地位，“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始终保持着对现代以色列国家的深度

认可。 因此，面对当下社会的精神困顿，“相比于‘新历史学家’试图揭露犹太复国主义缺点、解开团

结以色列人纽带的想法，他们更加想要挖掘犹太复国主义如何首先把犹太人团结在一起、如何帮助

他们克服困难并建立一个正常运转的国家”。① 第二，“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是以色列自由经济、
多元文化不断发展的结果。② 随着个人主义的高度发展，一些困扰“新历史学家”的议题，如对大屠

杀幸存者的态度、“米兹拉希犹太人”等东方犹太人的社会融入等问题的重要性下降，历史学家更倾

向于从微观角度出发、在更加务实的层面上处理与社会现实紧密相关的话题。 从学术层面看，当代

西方史学的影响，也是重要背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随着后现代思潮和新文化史的兴起，西方史学

出现从理性到感性、从宏大叙事到微观研究的文化转向，并由此引起了史学观念和方法上的创新。③

这一趋向对以色列史学研究产生巨大冲击，“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的出现正是以色列史学界对国

际史学发展趋势的呼应。④ 同时，“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也受到以色列多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如
文化犹太复国主义强调的建设犹太文化中心、修正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坚持的犹太人对以色列土地拥

有历史遗产与现实主权、进步犹太复国主义提倡的以色列多元化与进步犹太教等观点，都在潜移默

化中影响着新一代学者思想的形成。
“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在 ２１ 世纪初期已经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但这一术语的提出始于俄

裔以色列学者利霍夫斯基，他将该学派的研究特点归结为“新的主题、新的来源、新的风格、新的问

题、新的态度”。⑤ 利霍夫斯基对“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与“新历史学家”的关系做了界定：“‘后
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在实质上是对后犹太复国主义史学的批判发展，吸收前辈的某些思想，但拒绝

激进的情绪，主张真正的史学不应该只是批判；试图用更多元的维度、更现实的视角、更共情的话语

来理解以色列民族国家的发展历史，用更谨慎的态度进行学术研究，在更实质性的层面上处理较少

争议的话题。”⑥卡普兰紧随其后，对“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的学术目标进行总结，认为他们“以
‘探索’为己任，寻求在新旧历史学家辩论之外历史叙事的新趋向，以及以色列国家未来发展的新

出路”。⑦

“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 的代表人物除了利霍夫斯基、卡普兰之外，还有诺伊曼 （ Ｂｏａｚ
Ｎｅｕｍａｎｎ）、尼尔（Ｏｄｅｄ Ｎｉｒ）、罗津（Ｏｒｉｔ Ｒｏｚｉｎ）、赫尔曼（Ａｎａｔ Ｈｅｌｌｍａｎ）等人。 这些学者大多出生于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就职于以色列不同大学或研究机构，是以色列史学研究的生力军。 诺伊曼的研究

１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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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为德国犹太史和犹太复国主义史，其观点主要体现在《早期犹太复国主义中的土地与欲望》①

《２０ 世纪之交的德国世界》②等著作中，他倡导新一代学者要拥有“将生活与思想融入史学，学术就是

生活”的研究逻辑。③ 尼尔的《后犹太复国主义之后以色列的批判性反思，或是解释性视角的开

启》④和《以色列文学与“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时代》⑤着重审视了新一代学者史学叙事方式的变

化，详细论述了将文化置于理解以色列社会变迁之中心是当前史学最大的特征。 同时，“后犹太复

国主义修正派”并不局限于以色列国内的学者，许多欧美学者也参与其中，如多伦多大学的阿德勒

（Ｅｍａｎｕｅｌ Ａｄｌｅｒ）、美国哈佛大学的拉宾诺维奇（Ｓｉｍｏｎ Ｒａｂｉｎｏｖｉｔｃｈ）、密歇根大学的维德林格（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Ｖｅｉｄｌｉｎｇｅｒ）、理海大学的莱博维奇 （ Ｎｉｔｚａｎ Ｌｅｂｏｖｉｃ）、加拿大圣文森特山大学的盖奇曼 （ Ｒｏｎｉ
Ｇｅｃｈｔｍａｎ）等。 他们通过对 ２０ 世纪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之外的海外犹太人，尤其是欧洲犹太人不

同侧面的考察，重新解读犹太—以色列民族主义的历史，为观察以色列国家发展提供了更加开放

的视角。⑥

总的来说，“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以修正的话语、探索的态度、折中的视角重新审视以色列民

族国家发展进程，是着眼现实，重塑历史话语的一种努力。 他们的出现在促进以色列史学发展、增强

民族认同、弥合社会和族群分裂等方面有重要影响。

二、“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的主要观点

“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围绕“如何理解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创造新社会的方式”和
“如何理解后犹太复国主义及其衍生现象出现的时代特性和文化背景”⑦两个问题，从流散地历史与

犹太教问题、犹太复国主义、移民运动、工党时期的集体主义观念、以色列国家性质及未来走向、巴以

冲突及以色列国家合法性六个方面重新解读民族国家的历史。
（一）关于流散地历史与犹太教问题

流散经历是犹太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看待散居地历史一直是以色列史学话语的核心，也
是前两代史学家争论的焦点。 “耶路撒冷学派”持“否定流散地”观点，将漫长的流散历史压缩为古

代与现代之间的中间期，反对流散的不正常状态，认为流散地生活是犹太人遭受一切反犹迫害的内

在根源；⑧“新历史学家”则指责这样的说法不仅忽视了客观史实，也使犹太复国主义在道德上缺乏

必要的合法性，必须予以消解。⑨ “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主张“将以色列带到大流散”，即承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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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历史，在此基础上接受当下犹太人散居于世界各地的现实，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弥合族群分裂，团
结世界犹太人。 在新一代学者眼中，“否定流散地”最大的流弊在于其主张只有返回故土者才能获

得健康、正常的生活。 以色列犹太人和世界犹太人由此被潜移默化地区分开来，这也是以色列被

定义为排他性国家的原因之一。① 为扭转这一价值观，“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主张生活在外邦并

非是对“自己精神的背叛”，相反，应鼓励犹太人自由选择生活的地方，以色列犹太人和海外犹太人之

间文化和精神上的紧密联系才使犹太历史更加有厚度。② 阿德勒强调，这一历史意识并非意在阻碍

犹太人回归以色列，而是巩固犹太人安全意识、实现犹太人进步、达成犹太复国主义目标的最佳

方式。③

关于犹太教在现代民族国家中的发展，“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坚信，在后犹太复国主义之后

的时代，犹太教可以作为社会正义和平等的一种典范，再次发挥强大的凝聚力，成为国家的光明指

引。④ 他们总结当前以色列在犹太教问题上的看法，将其归结为“耶路撒冷派”与“特拉维夫派”两种

观点，前者回望过去，从民族主义信仰和宗教中获得认同；后者面向未来，从人文主义和自由主义价

值观中找寻自我。 在“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眼中，犹太教是犹太民族国家生存的基石，民主与宽

容是现代以色列国家发展的基础。 二者看似不兼容，实则缺一不可。⑤ “耶路撒冷派”与“特拉维夫

派”不可偏废。 用阿德勒的话来说：“一个以色列（我们称之为特拉维夫），是自由主义者、个人主义

者、现代主义者……另一个以色列（我们称之为耶路撒冷），是民族主义者、集体主义者、救世主的信

徒……现在的大部分犹太人属于‘特拉维夫’，但他们也梦想‘耶路撒冷’。”⑥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倡

一种“进步犹太教”⑦：“从内在逻辑来看，‘进步犹太教’要求在保持犹太教信仰、恪守对上帝承诺的

前提下追求政治上的平等；呼吁在坚持犹太教传统教义、仪式宗教的原则上谋求族群间的融合；从实

践准则来看，它倡导犹太人在世俗的以色列社会作出持续贡献；敦促海外犹太人宗教信仰向‘以色列

化’更新；正视阿拉伯人等少数族裔的民主事业。”⑧同时，他们致力培养一批进步派犹太拉比，作为

实现其宗教宣言的重要力量。⑨

（二）关于犹太复国主义

前两代历史学家对犹太复国主义存在极大争议。 犹太复国主义史学将其视为构建民族“神话”、
塑造新的民族凝聚力与集体记忆的核心内涵。 “新历史学家”则认为，犹太复国主义对巴勒斯坦人而

言是一场剥削、压迫的暴力殖民运动，缺乏道德上的合法性，以色列社会面临的冲突从根本上归结为

犹太复国主义的殖民性与种族性；犹太复国主义史学对历史记忆的预设性塑造使史学沦为操控集体

记忆的工具。 毫无疑问，“新历史学家”的上述认识构成了对犹太复国主义最根本的挑战，引起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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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激烈讨论，他们被斥之为“民族虚无主义者”“犹太认同的瓦解者”“犹太国家的掘墓人”。①

相较于“新历史学家”的全盘否定，“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更倾向一种折中与模糊的态度，即
用同情的情感、发展的眼光评价犹太复国主义及其史学。 他们承认犹太复国主义存在某些不合理之

处，但也不认为以色列需要为此道歉。② 其主要观点如下：第一，从政治哲学层面重新解读犹太复国

主义的信条。 首先，犹太复国主义不仅是一场运动，更是一场革命，是犹太世界应对外部危机的反

应；其次，犹太复国主义革命针对的是犹太人内部，其根本作用在于重塑犹太人与犹太民族记忆之间

的对话，在传统和现代性之间寻求平衡；最后，犹太复国主义为民族与土地之间的联系提供合理化的

解释，它将以色列地视为民族精神孕育与成长的根基，强调犹太人对以色列地的认同，超越时间界限

连接了犹太人的过去与当下，从而赋予了土地新的生命。③

第二，认为犹太复国主义史学的真正目的在于重建民族文化，即吸收现代文化的同时维系犹太人与过

去的联系。 利霍夫斯基通过追溯文化革命在塑造“新犹太人”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指出犹太复国主义的

文明使命是“诞生现代希伯来文化”，并强调这种使命实质上是“内向型的努力”，以此驳斥“新历史学家”
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殖民指控和“以色列民族国家构建是对巴勒斯坦阿拉伯文化的蔑视与控制”等说法。④

第三，“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不认同“犹太复国主义使命已经完成”的说法，充分肯定“犹太

性”在以色列民族国家构建中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建国早期在犹太复国主义引导下的主流意识形态

为高度分裂的社会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框架。⑤ 同时，他们指责“新历史学家”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批判

是“一种高度主观、自命不凡的沉思”。⑥ “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称“新历史学家”为“快乐的 ９０
一代”：“他们的史学思想形成于以色列外部地缘冲突缓解，内部自由主义增长的乐观情绪中，实质上

是采取了一种‘历史终结’的立场，即认定犹太复国主义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⑦然而，２１ 世纪以

来越来越复杂的地缘政治境况使以色列人的安全心理愈发脆弱，修补与弥合似乎更加符合社会文化

的发展趋势。 因此，“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更注重观察与学习过往的经验，更趋向于倾听普通人

的声音。 他们对以色列建国历史的考察更加趋于“相对主义”，拒绝用绝对“好”或“坏”的道德准则

来评价犹太复国主义。⑧

（三）关于犹太移民运动

重返精神故土的阿利亚运动⑨是犹太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关键环节，对该运动的是非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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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 Ｔｒｙｃｅ Ｈｙｍａｎ， “Ｉｓｒａｅｌ'ｓ Ｎｅｗ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 ｄｅｓ Ｊｕｄｅｎｔｕｍｓ”， ｉｎ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Ｏｋｌａｈｏｍａ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ｈｉ Ａｌｐｈａ Ｔｈｅｔ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ｘｔｙ⁃Ｅｉｇｈｔｈ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Ｏｋｌａｈｏｍａ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ｓ， Ｏｋｌａｈｏｍａ
Ｂａｐｔｉ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６， ｐｐ. １ －１０；Ｔｕｖｉａ Ｆｒｉｌｉｎｇ， “Ｗｈａｔ Ｄｏ 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 Ｃｌａｉｍ Ｚｉｏｎｉｓｍ Ｉｓ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Ｏｖｅｒｌｏｏｋ”， ｉｎ Ｅｌｉｅｚｅｒ Ｂｅｎ⁃Ｒａｆａｅｌ， Ｊｕｌｉｕｓ
Ｈ. Ｓｃｈｏｅｐｓ， Ｙｉｔｚｈａｋ Ｓｔｅｒｎｂｅｒｇ ａｎｄ Ｏｌａｆ Ｇｌöｃｋｎｅｒ， ｅｄｓ. ，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 Ｍａｊｏｒ Ｄｅｂａｔｅｓ， 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 Ｏｌｄｅｎｂｏｕｒｇ， ２０１６， ｐｐ. ８４８ － ８７３；
Ｎｉｔｚａｎ Ｌｅｂｏｖｉｃ，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Ｎｉｈｉ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Ｖｏｌ. １９， Ｎｏ. １，２０１５， ｐｐ. １ －１７。
Ａｓｓａｆ Ｌｉｋｈｏｖｓｋｉ， “Ｐｏｓｔ⁃Ｐｏｓｔ⁃Ｚｉｏｎｉｓ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ｐ. １１.
Ａｒｉｅ Ｍ. Ｄｕｂｎｏｖ， “Ａ Ｐｏｓｔ⁃Ｐｏｓｔ⁃Ｚｉｏｎｉｓｔ Ｃｒｅｄｏ”， ｐ. ７１４.
Ａｓｓａｆ Ｌｉｋｈｏｖｓｋｉ，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ｂｒｅｗ Ｌａｗ’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ｔｏｒｙ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Ｖｏｌ. ４６， Ｎｏ. ２，
１９９８， ｐｐ. ３３９ － ３７３.
Ｅｒａｎ Ｋａｐｌａｎ， Ｂｅｙｏｎｄ Ｐｏｓｔ⁃Ｚｉｏｎｉｓｍ， ｐｐ. １２４ － １２５.
Ａｒｉｅ Ｍ. Ｄｕｂｎｏｖ， “Ａ Ｐｏｓｔ⁃Ｐｏｓｔ⁃Ｚｉｏｎｉｓｔ Ｃｒｅｄｏ”， ｐ. ７１６.
Ｅｒａｎ Ｋａｐｌａｎ， Ｂｅｙｏｎｄ Ｐｏｓｔ⁃Ｚｉｏｎｉｓｍ， ｐ. ７.
Ａｓｓａｆ Ｌｉｋｈｏｖｓｋｉ， “Ｐｏｓｔ⁃Ｐｏｓｔ⁃Ｚｉｏｎｉｓ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ｐｐ. １３ － １４.
“阿利亚”（Ａｌｉｙａｈ）在希伯来文中意为“攀登”“上升”，原指犹太人去耶路撒冷的朝圣活动，后来泛指犹太人以巴勒斯坦为目的地

的移民运动。 １８８２—１９４８ 年，以色列建国共有五次阿利亚运动，约 ４５—５０ 万犹太移民来到巴勒斯坦地区。



“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与以色列民族国家叙事的新趋向

也是历代以色列史学家争论的焦点。 相比“新历史学家”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移民定居活动的道德

谴责，“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学者的评价则强调其两重性：一方面，他们承认犹太复国主义的定

居活动存在不当之处，坦言它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巴勒斯坦人的生活状态，侵犯了阿拉伯人的利

益；另一方面，他们充分肯定这一活动在塑造以色列民族国家新的历史意识和共同身份中的积极

作用。
“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将论述的重点放在了移民运动的积极一面，通过强调个人主观经

验，驳斥“新历史学家”的指控。 诺伊曼提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定居活动既不是民族叙事从流

散到复兴的无缝过渡，也绝不是剥夺迫害巴勒斯坦人行动的无缝呈现，而是基于定居者欲望和周

围物质生活环境相互激发之上的无缝生长……个体的主观体验为整个定居活动提供了根本的矛

盾与动力。”①尼尔也认为，以往的历史叙述几乎忽略了个人经验在早期移居活动中的作用，而
“正是个人经验的主观性，才使得难以轻易地用是或非的道德框架去定性犹太复国主义移民

运动”。②

伯格的《迪岑戈夫中心的狄俄尼索斯》被普遍誉为标志以色列史学进入新阶段的典范之作。③

这部描写特拉维夫的城市史著作基于对个人主观体验的强调，在对犹太移民运动时期的阿以种族关

系和社会地位的讨论中，得出了与“新历史学家”不同的结论。④ 根据伯格的观察，虽然从宏观视角

来看，犹太移民的确是进入这一城市的强势一方，但从微观视角出发，阿拉伯人作为富有地主，犹太

人作为贫穷寄居者的另外一面在这一时期的特拉维夫也比比皆是。⑤ 犹太复国主义学者费格对这一

结论表示认同，认为如果用普通居住在此的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的视角来看这段历史，所谓的移民

运动不过是一场历史事件的舞台：“它不意味着巴以之间广泛的斗争，更谈不上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占

领，或对巴勒斯坦人的驱逐。”⑥

（四）关于工党时期的集体主义观念

以“基布兹”⑦为标识的集体主义是以色列工党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 在后犹太复国主义话

语中，这种带有理想色彩的集体主义社会价值观，实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少数族裔基本生存要求，已经

成为社会经济和多元发展的阻碍。 因而，他们倡导更加关注个体发展的个人主义规范模式。
“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对该观点予以反驳，认为后犹太复国主义对个人主义的提倡可以归结

为以色列社会私有化高速发展的产物，而集体主义更符合以色列民族国家的建设，尤其是社会巩固

发展初期的时代需求，具有不可替代性；正是这种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意识形态赋予以色列福利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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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Ｂｏａｚ Ｎｅｕｍａｎｎ，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ｒｅ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Ｚｉｏｎｉｓｍ， ｐｐ. ９７ － １０３.
Ｏｄｅｄ Ｎｉｒ ａｎｄ Ａｒｉ Ｏｆｅｎｇｅｎｄｅｎ，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Ｐｏｓｔ⁃Ｚｉｏｎｉｓｍ， ｏｒ ｔｈｅ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ａ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Ｈｏｒｉｚｏｎ”，ｐｐ. ３ － ４.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Ｆｅｉｇｅ， “Ｔｈｅ Ｎａｍ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ｃｅ： Ｎｅｗ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 Ｔａｍａｒ Ｂｅｒｇｅｒ'ｓ Ｄｉｏｎｙｓｕｓ ａｔ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Ｉｓｒａｅ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Ｆｏｒｕｍ， Ｖｏｌ. １９，
Ｎｏ. ２， ２００４， ｐ. ５４．
Ａｓｓａｆ Ｌｉｋｈｏｖｓｋｉ， “Ｐｏｓｔ⁃Ｐｏｓｔ⁃Ｚｉｏｎｉｓ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 ｐｐ. １０ － １１.
Ｔａｍａｒ Ｂｅｒｇｅｒ， Ｄｉｏｎｙｓｕｓ ａｔ Ｄｉｚｅｎｇｏｆｆ Ｃｅｎｔｅｒ， Ｈａｋｉｂｂｕｔｚ ＨａＭｅｕｈａｄ， １９９８， ｐｐ. １０３ － １０７.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Ｆｅｉｇｅ， “‘Ｚｅ Ｓｉｐｕｒ Ａｌ Ｈａｍａｋｏｍ Ｖｅｚｅ Ｈａｍａｋｏｍ’： Ｄｉｏｎｙｓｕｓ Ｂａｓｅｎｔｅｒ Ｖｅｍａｂａｔ Ｎｏｓａｆ Ａｌ Ｈａ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ｙａ Ｈａ'ｙｉｓｒａｅｌｉｔ”， Ｔｅｏｒｉａ
Ｕｂｉｋｏｒｅｔ， Ｖｏｌ. ２６， Ｓｐｒｉｎｇ ２００５， ｐ. ２１８； Ｏｄｅｄ Ｎｉｒ，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ｏｆ ‘Ｐｏｓｔ⁃Ｐｏｓｔ⁃Ｚｉｏｎｉｓｍ’”，ｐ. ９.
“基布兹”（Ｋｉｂｂｕｔｚ）在希伯来语中意为“集体”或“聚集”，指的是建立在公有、平等原则上，带有“共产主义”和“公社”性质的集

体农庄。 以色列《犹太人百科全书》把基布兹定义为：“志愿组成的集体社区，主要务农，在那里没有私人财产，成员及其家庭所

需的一切均由它负责提供。”以色列的首个基布兹于 １９１０ 年出现在巴勒斯坦地区。 工党时期（１９４８—１９７７ 年），基布兹在政府的

扶持下长期主导农村建设、农业生产经营和农民生活，成为以色列农业现代化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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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经济和社会结构以合法性。① 卡普兰对此解释道：“由于犹太人长期只维持着精神上的联系，犹
太复国主义需要构建一种使成千上万的犹太人离开他们现有的生活环境，转移到另一个新的甚至相

对困难的环境中去的宏伟愿景……它（集体主义）帮助人们打破时空边界，释放想象力，增加了犹太

复国主义政治计划的说服力和号召力，为以色列民族国家的构建提供了必要的民族认同来源和信心

来源。”②罗津则通过具体事例论证面对以色列建国初期恶劣的地缘政治环境，集体主义结构及其塑

造的情感适应机制在支撑普通民众民族意识的维系中起着重要的工具作用。③

（五）关于以色列国家性质及未来走向

对以色列国家属性的争论是“新历史学家”与传统史学交锋的焦点之一。 “新历史学家”指责现

代以色列国家的“犹太性”，严厉批判传统史学左右集体记忆，阻碍“犹太人身份认同”转向“新型以

色列人身份认同”进程的做法；倡导以色列从单一民族的宗教国家走向多元化的世俗国家，赋予包括

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内的少数族裔以平等与民主。 他们的主张一度被视为解决棘手社会冲突、保障

国家和平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 然而，２１ 世纪以来，依旧严峻的地缘政治状况促使一些“新历史学

家”开始反思自己对以色列国家性质的质疑与批判，他们重新评估了自己的立场，直接或间接地肯定

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基本原则，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将以色列视为一个犹太国家的潜在认知。 这些

“新历史学家”观点的转变构成了“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认识以色列民族国家性质的基础。④ 新

一代学者认识国家性质的基本逻辑是：“犹太性固然重要，但不是国家为犹太人理想服务，而是犹太

性为现代国家发展服务。”⑤

“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进一步提出以色列应建立一种“防御性民主”，即犹太人主导下的民

主。 未来以色列应该向一个以犹太人为主导的、世俗的、民主的国家发展，实现国家与宗教严格分

离。 这里的“分离”并不代表强制世俗化或限制宗教发展，而是指国家既不制裁也不补贴宗教活动

和机构。 换言之，就是在保证“犹太人”身份认同占主导地位的基础上，强调其他少数族裔的“以色

列人”身份认同以弥合社会分裂。 实现“防御性民主”政治计划的巨大优势在于，可以改变以色列

国内冲突的基础和性质，将族群冲突转化为公民问题，将零和游戏转变为正和游戏。⑥ 温布鲁姆将

新一代学者“防御性民主”的内在逻辑归结为两方面：第一，西方传统意义上的“民主”不足以保障

以色列的安全，以色列的民主必须以服务犹太人为根本目的，否则它就会成为敌人的武器；第二，
“犹太人”的概念并不是阻碍民主发展、导致国内矛盾的根本因素，以色列当前社会冲突的根源来

自于“以色列人”观念之上的公民权对抗，源于包括阿拉伯人在内的近 ３０％的公民被剥夺了平等的

公民权。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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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Ｄａｎｉｅｌ Ｇｕｔｗｅｉｎ， “Ｆｒｏｍ Ｍｅｌｉｎｇ Ｐｏｔ ｔｏ 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Ａｎｉｔａ Ｓｈａｐｉｒａ， ｅｄ. ，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Ｗｅｓｔｐｏｒｔ， ２００４， ｐ. ２２４.
Ｅｒａｎ Ｋａｐｌａｎ， Ｂｅｙｏｎｄ Ｐｏｓｔ⁃Ｚｉｏｎｉｓｍ， ｐ. １２２.
Ｏｒｉｔ Ｒｏｚｉｎ， Ｄｕｔｙ ａｎｄ Ｌｏｖ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ｉｓｍ ｉｎ １９５０ｓ Ｉｓｒａｅｌ， Ａｍ Ｏｖｅｄ， ２００８。 类似的观点在一些有关犹太复国主义科

学史或思想史的著作中也有所体现，例如 Ｙｏｔａｍ Ｈｏｔａｍ， Ｍｏｄｅｒｎ Ｇｎ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Ｚｉｏｎｉｓｍ， Ｔｈｅ Ｈｅｂｒｅｗ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Ｍａｇｎｅｓ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７；
Ｒａｐｈａｅｌ Ｆａｌｋ， Ｚｉｏ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Ｊｅｗｓ，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Ｃｈａｍ， ２０１７；等等。
参见 Ａｒｉｅｌｌａ Ａｚｏｕｌａｙ ａｎｄ Ａｄｉ Ｏｐｈｉｒ， Ｔｈｉｓ Ｒｅｇｉｍｅ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ｅ：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ｅ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１９６７ － ），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８； Ｙｅｈｏｕｄａ Ｓｈｅｎｈａｖ，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Ｌｉｎｅ： Ａ Ｊｅｗｉｓｈ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ｓｓａｙ， Ａｍ Ｏｖｅ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２０１０；等等。
Ａｓｓａｆ Ｌｉｋｈｏｖｓｋｉ， “Ｐｏｓｔ⁃Ｐｏｓｔ⁃Ｚｉｏｎｉｓ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ｐｐ. １５ － １６.
Ｙｏａｖ Ｐｅｌｅｄ， “Ｐｏｓｔ⁃Ｐｏｓｔ⁃Ｚｉｏｎｉｓｍ？：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ａ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Ｓｔａｔ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Ｌｅｆｔ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６７， Ｎｏ. １， ２０１１， ｐ. １１７.
Ｓｈａｒｏｎ Ｗｅｉｎｂｌｕｍ，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ｆｅｎｓ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５， ｐ. ２０９.



“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与以色列民族国家叙事的新趋向

（六）关于巴以冲突及以色列国家的合法性

关于巴勒斯坦人，犹太复国主义和后犹太复国主义史学呈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叙述：前者有意

忽略和抹除非犹太人（尤其是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生活的痕迹；后者同情巴勒斯坦人的历史遭遇，
斥责以色列政府的强权做法。 “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则认为“新历史学家”对犹太复国主义的

“殖民”指控过于偏激，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活动并不是完全忽视巴勒斯坦人的利益，因此不能简单地

被视为殖民巴勒斯坦地区的“恶棍”。
“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从文化的角度把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描绘成彼此的镜像，强调后

者在巴以关系中的主动性，他们拒绝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当作讲述“以色列故事”的背景模板，看
到的通常是二者之间的相似而非不同。① 利霍夫斯基指出，二者的民族主义在西方文化面前都属于

弱势，具有相似之处。② 新一代学者着力从普通人的视角，论证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其构建以色列民

族国家的实践中并非一味排斥巴勒斯坦人，他们的一些做法不能排除积极的一面。 例如，戴维多

维奇和施瓦茨考察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色列对新移民的疫苗接种运动，提出虽然疫苗接种是政府

“西方殖民做法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但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其出发点可以被认为是善意的和

良性的；③赫希在对犹太复国主义公共卫生实践的研究中指出，卫生组织通过教育对巴勒斯坦阿拉

伯人、米兹拉希犹太人等少数族裔进行的教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东方主义”文化胁迫案例，“相
反，它有助于帮助以色列社会构建一种‘现代’和‘西方式’的集体认同”。④ 总而言之，犹太复国主

义者既有排斥少数族裔的做法，同时也表现出了试图将少数族裔纳入新以色列民族国家社会的

努力。
投射到现实政治中，面对巴以冲突的复杂状况，“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不认同“以色列应该

为和平困境负主要责任”的说法，强调和平努力的失败并非由单一因素所致，也不排斥以色列应当为

推进当前的巴以关系做出一定改变。 为此，他们倡导研究者应该摆脱政治文化因素的影响，纯粹地、
无预设地从历史研究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 一方面，肯定犹太民族多样性，关注流散时期的

犹太历史；另一方面，强调犹太历史的整体性，摆脱民族国家框架的束缚，以此作为反思国家政权设

计的基础，才能够为巴以冲突提供更具说服力的解决方案。 例如，他们重新追溯犹太复国主义诞生

时期的思想蓝图，领会杜布诺（Ｓｉｍｏｎ Ｄｕｂｎｏｗ）等早期犹太民族主义先辈在进行政权设计时表现出的

“自治主义”⑤想象力，强调“对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进入以色列（巴勒斯坦）的本意是生存，不
包含任何更广泛的政治目的或意识形态”，⑥以此弱化土地在以色列建立民族国家过程中的特殊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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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Ｄｅｒｅｋ Ｊ. Ｐｅｎｓｌａｒ， “Ｚｉｏｎｉｓｍ，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Ｖｏｌ. ２０， Ｎｏ. ２ － ３， ２００１， ｐｐ. ８６ － ９４.
Ａｓｓａｆ Ｌｉｋｈｏｖｓｋｉ， “Ｐｏｓｔ⁃Ｐｏｓｔ⁃Ｚｉｏｎｉｓ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 ｐ. １４.
Ｎａｄａｖ Ｄａｖｉｄｏｖｉｃｈ ａｎｄ Ｓｈｉｆｒａ Ｓｈｖａｒｔ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Ｍｅｌｔｉｎｇ Ｐｏｔ”， Ｉｓｒａｅ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９， Ｎｏ. ２， ２００４， ｐ. １６９.
Ｄａｆｎａ Ｈｉｒｓｃｈ，“‘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Ｏｃｃｉｄ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Ａｗａｋｅｎｉｎｇ Ｏｒｉｅｎｔ’： Ｔｈｅ Ｊｅｗｉｓｈ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Ｎｕｒｓｅ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ｔｅ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Ｖｏｌ. ５０， Ｎｏ. １， ２００８， ｐ. １５５.
“自治主义”将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政权设想为“在社会生活以及其他所有活动领域中为自主存在而进行的斗争”，将犹太民族

身份的持续归功于一种不可战胜的民族精神，强调建立基于个人而非领土的犹太人自决权。 参见 Ｊｕｌｉｅ Ｅ. Ｃｏｏｐｅｒ， “Ｉｎ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Ｄｉａｓｐｏｒｉｃ Ｊｅｗｉｓｈ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Ｉｎｑｕｉｒｉｅｓ ｉｎ Ｌａｗ， Ｖｏｌ. ２１， Ｎｏ. ２， ２０２０， ｐｐ. ２５６ － ２８４。
Ｙｏａｖ Ｐｅｌｅｄ， “Ｐｏｓｔ⁃Ｐｏｓｔ⁃Ｚｉｏｎｉｓｍ？：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ａ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Ｓｔａｔ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ｐ. 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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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看以色列民族国家叙事新趋向

作为一股新的史学潮流，“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得到了以色列主流学术界的关注与认同。 布

莱纳评价“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是西奥多·赫茨尔（Ｔｈｅｏｄｏｒ Ｈｅｒｚｌ）①之后犹太复国主义发展的最

新面貌。② 巴拉克更指出，“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的研究范式已经主导了以色列的学术研究。③

“耶路撒冷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迈尔斯赞扬“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史学是更加符合历史和历史

研究总体发展趋势的新视角。④ 但也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 “新历史学家”塞格夫批评新一代学者

为犹太复国主义提供辩护，是史学和社会的倒退。⑤ 赫利德指控“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以一种亵

渎的、缺乏约束力的术语来描述民族国家，助长了以色列社会的停滞不前。⑥ 尽管外界看法不尽相

同，“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仍为以色列学术界、思想界带来了新的变化。
从史学发展趋势来看，“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的兴起象征着一种以“修正”为核心话语的时

代转向，展现了以色列史学研究的自我调试。 史学发展与社会变迁紧密相关，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以
色列国家经济、科技发展迅速，但各种社会问题、文化冲突愈发凸显，繁荣背后，以色列社会充斥着一

股焦虑与空虚感。 不论是犹太复国主义史学的“神话与理想”，还是后犹太复国主义史学的“批判与

否定”，显然都不足以解释当下以色列社会面临的困惑。 在此背景下诞生的“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

派”既代表了新一代学者对以色列史学传统的反思，也展现了以色列社会既要拥抱传统又必须面向

未来的时代特征。
一方面，“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呈现了一种向传统回归的潮流。 正如卡普兰所说：“虽然

犹太复国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充满矛盾的意识形态，对建立现代国家的努力也并非完美，但当

犹太个体每每面临巨大挑战时，它仍然提供了某种坚实的庇护和身份认同。”⑦在这个机遇与挑战

并存、多元表达与社会张力持续的时代，犹太复国主义理想再度成为部分以色列民众的寄托。 “后
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的出现正迎合了这样的需求。 新一代学者重新肯定了犹太复国主义在道德

上的合法性，并意图从其最初的愿景中寻找适用于当前社会的经验。⑧ 同时，“后犹太复国主义修

正派”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又推动了以色列社会“拥抱传统”的热潮。 第一，对以色列文学作品

的民族国家叙事基调产生影响。 越来越多的作家、艺术家、影视行业创作者通过挖掘“不为人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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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创始人之一，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的开创者，被誉为“现代以色列国父”。 其思想结晶体现在 １８９６ 年出版的著

作《犹太国》中。
Ｄｅｂｏｒａｈ Ｂｒｙｎｅｒ，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Ｆａｃｅ ｏｆ Ｚｉｏｎｉｓｍ：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ｏｄｏｒ Ｈｅｒｚｌ ｔｏ Ｐｏｓｔ⁃Ｐｏｓｔ Ｚｉｏｎｉｓｍ”，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Ｐｈｉ Ａｌｐｈａ
Ｔｈｅｔａ Ｂｉｅｎｎｉａｌ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２０１８， Ｐｈｉ Ａｌｐｈａ Ｔｈｅｔａ， ２０１８， ｐ. １９７.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Ｂｅｃｋｅ， “Ｂｅｃｋｅ ｏｎ Ｂａｒａｋ， Ｓｔａｔ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ａｎ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ｓｒａｅｌ ／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 ａｎｄ Ｌｅｂａｎｏｎ”， ｈｔｔｐｓ：／ ／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ｈ －
ｎｅｔ. ｏｒｇ ／ ｎｏｄｅ ／ ２８４４３ ／ ｒｅｖｉｅｗｓ ／ ５１８２３５５ ／ ｂｅｃｋｅ － ｂａｒａｋ － ｓｔａｔｅ －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 ａｎｄ －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 ａｎｄ － ｂｅｔｗｅｅｎ － ｉｓｒａｅｌ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２０２３ －０６ －１０］
Ｄａｖｉｄ Ｎ. Ｍｙｅｒｓ， “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ａ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Ｓｃｈｏｏｌ’？：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Ｊｅｗｉｓｈ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 ｐ. ３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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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细节”展现明显的文化认同，理想主义色彩愈发浓厚，成为当下“希伯来力量”的重要组成。①

第二，孕育“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青年运动“阿亚利姆” （Ａｙａｌｉｍ）。 “阿亚利姆”运动以犹太复

国主义移民运动“阿利亚”为蓝本，在内盖夫、加利利等地建立名为“学生村”的青年社区，号召大学

生聚集到以色列的边缘地带，通过开展普及教育、历史讲座、移动图书馆等多项活动，加强年轻人

对历史之根、民族之根、文化之根的联系与认同。② “阿亚利姆”运动在大学校园中得到了积极的

响应。
另一方面，“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代表了一股新的史学潮流。 新一代学者的历史意识始终

保持着对犹太复国主义遗产的深切共情，并在此基础上立足当下，直面现有的矛盾冲突与精神困

惑，寻找以色列国家未来发展的出路，是时代特征的史学表达。 第一，蕴含对和平的深切渴望。 “后
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学者为犹太复国主义提供辩护，强调随着时间的推移，应该注意到后者在“号
召犹太人回归故土”之外更深层次的意义，赋予其“将‘来到以色列地实现和平’作为基本信条，将
‘犹太文明在故土复兴’作为最终目标”的新内涵，暗示包含学术研究在内的一切活动都旨在缔造一

个和平的以色列国。 第二，彰显舒缓社会张力的意愿。 修正的学术风格试图在犹太性与民主性、个
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等问题的对抗中寻求妥协，为解决当下社会困境提供一个可

能的思路。 第三，表达建设福利国家的愿景。 以探索以色列的更好发展为目的，其对个体的关注暗

含社会对缩小贫富差距、消除贫困等与个人利益紧密相关的福利的追求。 第四，体现整合精神困

顿、弥合族群分裂的期待。 新一代学者通过一种温和、折中的话语表达，试图缓解以色列普遍的社

会焦虑感，消除多元性带来的分歧，从而实现真正而非人为的民族团结，开启“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

派”新时代。③

从史学思想来看，“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展现了新一代知识分子重塑历史话语的努力。
“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的学者们，既没有直接感受过以色列诞生的喜悦和大屠杀记忆的创伤，
也没有经历过工党衰落和黎巴嫩战争带来的道德批判，而是成长于各种声音交锋的多元社会，重
新审视近一个世纪以来犹太复国主义及现代以色列国家的发展轨迹。 一方面，“后犹太复国主义

修正派”能够用相对中立的态度反思以色列史学的成就与缺陷。 他们延续了犹太复国主义对民族

国家的深层次认可，也认同后犹太复国主义重新审视传统历史叙述的尝试，主张“真正的史学不应

该只有批判性，更应该有建设性，一味地否定犹太复国主义，对其‘去神话化’不再符合当前民众的

情感需求，更无助于以色列民族国家未来的稳定发展”。④ 这种认识修正了“新历史学家”过分致力

于批判、强调矛盾与冲突的激进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修补了解构话语冲击下以色列社会日渐支离

破碎的历史意识，慰藉了民众的精神世界，对强化民族国家的根基、增强犹太民族认同与国家归属

感、弥合族群分裂与维系社会稳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不仅反映了以色

列新一代知识分子渴望民族国家健康、长远发展的良好愿景，也展现了民众对犹太历史、民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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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现代以色列国家依存关系的不断增强，被认为是以色列爱国意识的复兴。① 另一方面，用辩证

的眼光评判现代以色列国的成长。 以色列主流媒体《国土报》评价“‘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是

一颗启明星，重新定义了以色列的荣耀与挑战”。② 他们坦然承认犹太复国主义存在某些不合理之

处，但同时也能看到不论是犹太复国主义，还是后犹太复国主义都是特定时期的产物，存在一定的

局限性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不论是前者乌托邦式的描绘，还是后者解构的话语，都不能完全适

用于当下。 而通过对国家建设、社会制度和福利国家的探索，谋求现有社会更好地发展，才更为实

际所需。”③

从史学方法来看，“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代表了研究范式的文化转向。 其史学以文化作为

审视以色列民族国家发展的主线，以个体主观经验作为观察时代变迁、理解以色列民族国家发展

的切入点，开拓了探索以色列现代民族国家成长历程的思路，也是现代犹太学术研究的重要发

展。④ 可以说，正是这种文化属性孕育了新一代学者“修正”的特性，赋予其史学研究崭新的生命

力。 “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以文化为视角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其一，“后犹太复国主

义修正派”既没有否定前两代学者的史学研究，又在学术思维上有所调试。 他们利用口头采访、流
行报纸和青少年杂志、私人相册等更加多元的大众文化产品去追溯历史，其研究在横向上呈现了

文化与政治、经济、军事等其他社会要素之间的互动，在纵向上着重关注过去和现在之间的“经常

性、持续性和典型性”。⑤ 其二，强调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造就了新一代学者更加趋于

折中的价值观。⑥ 相较于前两代历史学家对以色列官方历史的争论，新一代学者默认社会的发展并

非仅仅由精英群体所主导，更倾向于将民族历史的宏大叙事融入普通人的经历。⑦ 由于普通民众主

观感受千差万别，在很多情况下不会完全统一于官方意识形态的框架下，才导致强调个体私人体验

的“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在对某一历史事件进行是非判断变得更加困难，其评价体系也更加模

糊、折中。
在肯定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自身的缺陷与负面效应。 首

先，“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兴起的时间较短，尚处于发展期，很多主张还比较模糊，不少观点尚

未成熟。 由于“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缺乏稳定的组织基础、研究阵地，各代表人物相互之间的

联系较为松散，导致该群体的许多观点多见于具体问题的分析，在理论层面尚未形成完备的体系。
很多代表人物的研究善于着眼现实，侧重观察以色列国建立以来的发展面貌，而涉及传统犹太历

史本身的研究较少，对前两代学者关注的犹太民族传续、犹太历史分期等更具历史厚度的重要话

题研究不足。
其次，新一代学者受后现代主义影响过深，尤其是文化史研究中泛化、碎化的倾向普遍反映在大

部分成果中。 很多代表人物倾向选择以微观史和深描作为突破口，刻意回避精英历史、整体历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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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示自己区别于传统历史的姿态，其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有步入零散、断裂的“碎片化”误区的趋势，从
而导致弱化了整体、全面地认识历史的能力。 如何解决文化之“虚”与历史研究求“实”的关系，提高

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如何真正地将微观个体与更广泛、深刻的社会背景相结合，从而实现“以小见

大”的目的，仍是新一代学者亟需解决的问题。
再次，“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当下年轻一代逃避政治、忽视冲突、盲目乐

观的社会风气。① 他们坦言，困扰多数人的并不是权力或集体主义意识形态，而是琐碎的日常生活。
因此，他们的学术也受到了一些社会学家的质疑，认为其回避了冲突、对抗和压迫在塑造以色列过去

与未来中的核心地位。②

最后，就目前来看，“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的社会影响力还非常有限。 他们模糊的评价体

系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史学激发政治变革的能力。 有学者尖锐地指出，“‘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

派’学术就像众所周知的黑格尔之夜———‘所有奶牛都是灰色的’，过分折中的态度决定了其很难

对某一具体的社会问题提出一个明确的、可行的解决方案。”③不可否认，与前两代学者不同，新一代

学者虽然也提出了一些涉及以色列国家性质、巴以冲突等问题的现实措施，也引起了政界的某些注

意，④但整体来看，其影响力主要局限于史学界、思想界、文化界，对社会发展、政治变革的推动力还尚

待观察。

结　 语

“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通过模糊评价犹太复国主义、重新解读移民运动、辩证看待集体主义、
探讨以色列国家性质、巴以冲突等问题，构建了一种以“修正”为特点的史学话语。 “后犹太复国主

义修正派”作为以色列民族国家叙事的新趋向，既是对以色列发展历史的反思，又是对国家未来发展

的探索。 不可否认，这一群体固然存在缺陷，也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但仍为以色列史学发展注入了

一股新鲜的活力。 新一代学者兼具民族情怀与现实关切，在反思历史的基础上，力图探求社会进步

与发展的方向，他们的辩证观念、务实意识、探索精神无疑是当下以色列社会一个具有代表性的

声音。

（作者张倩红，郑州大学亚洲研究院教授；
韩博雅，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邮编：４５００００）

（责任编辑：李桂芝）
（责任校对：张旭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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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ｎｉｅｌ Ｇｕｔｗｅｉｎ， “Ｌｅｆｔ ａｎｄ Ｒｉｇｈｔ Ｐｏｓｔ⁃Ｚｉｏ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ｍｏ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Ｖｏｌ. ２０，
Ｎｏ. ２， ２００１， ｐｐ. ９ － ４２.
Ｏｄｅｄ Ｎｉｒ ａｎｄ Ｊｏｅｌ Ｗａｉｎｗｒｉｇｈｔ， “Ｗｈｅｒｅ Ｉｓ ｔｈｅ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 ／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Ｖｏｌ. ３０， Ｎｏ. ３， ２０１８，
ｐ. ３４７.
例如，在 ２１ 世纪初，以色列前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演讲中明确提到以色列已经开始转向“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时代，详情参见

Ｔｏｍ Ｓｅｇｅｖ， “Ａ Ｒｅｔｒｅａｔ ｔｏ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ｉａｒ 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Ｚｉｏｎｉｓｍ”，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２， 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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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ｏｍ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ｏ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ｂｙ Ｓｕｓａｎ Ｃ. Ｋａｒａｎｔ⁃
Ｎｕｎｎ ／ ／ Ｆｕ Ｌｉａｎｇ

Ａｓ ａ ｒｅｎｏｗｎｅ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ｕｓａｎ Ｃ. Ｋａｒａｎｔ⁃Ｎｕｎｎ， ｗｈｏ ｗａ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Ｂｅｒｎｄ Ｍｏｅｌｌｅｒ， Ｒｏｂｅｒｔ Ｗ. Ｓｃｒｉｂｎｅｒ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Ｎａｔａｌｉｅ Ｚｅｍｏｎ Ｄａｖｉｓ， ｅｍｂｒａｃｅ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７０ｓ － ８０ｓ. Ｈｅｒ ｅａｒｌｙ ｗｏｒｋｓ ｄｅｌｖ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ｃ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ａｘｏｎｙ ａｎｄ Ｔｈｕｒｉｎｇｉａ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ｈｅｙ ｅｘｅ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ｔｈｅ ｍｅｒｉｔｓ ｏｆ ａ ｋｉｎｄ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ｔｈａｔ ｃｏｍｂｉｎｅｓ ａ ｃｌｏｓｉｎｇ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ｅｓ. Ｙｅｔ ａｄｏｐｔ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ｈａｓ ｒｕｎ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ｂｅｉｎｇ ｔｏｏ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ｓｔ ｉｎ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ｂｅｌｉｅｆ ａｓ ｍ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ｅｒ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ａｎｄ ｏｆ ｆａｉｌｉｎｇ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ｐａｓｔ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ｎ ｔｈｉｓ ａｓｐｅｃｔ，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ｈａｓ ｒｅｓｔｏｒｅｄ ｔｈｅ ｉｄｅａｔｉｏｎ， ｔａｋｉｎｇ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ｂｅｌｉｅｆｓ ｎｏｔ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ｉｌｙ ａｔ ｆａ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ｂｕｔ ｍｏｒｅ ｅｍｐａｔｈｅｔｉｃａｌｌｙ， ｗｉｔｈ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ｓｓｅｒ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ｉｄｅａｓ ｓｈａｐｅ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ｏｒ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ｓｈａｐ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ｕｒｎ ｉｎ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ｏｏｋ ｐｌａ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１９８０ｓ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 １９９０ｓ. Ｋａｒａｎｔ⁃Ｎｕｎｎ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ｒｉｅｄ， ｗｉｔｈ “ ｔｈｉｃｋ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ｒｉｔｕａｌ ａｎｄ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Ｈｅｒ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ｈａｓ
ｍａｄｅ ｇｒｅａｔ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Ｓｈｉｊｉ ａｎｄ Ｈａｎｓｈｕ Ｔａｂｌｅ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Ｔａｂｌ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 ／ Ｚｈｕａｎｇ Ｙａｑｉｏ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ａｂｌｅｓ ｏｆ Ｓｈｉｊｉ（Ｒｅｃｏｒ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 ａｎｄ Ｈａｎｓｈｕ （Ｂｏｏｋ ｏｆ Ｈａｎ）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ｐ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ｔ ｉｓ ａｎ ｅｘｅｍｐｌａｒ ｃａｓ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ｗｈｉｃｈ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 ｃａｎ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ｏ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ｉ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Ｓｈｉｊｉ ａｎｄ Ｈａｎｓｈｕ ｔａｂｌｅｓ ｈａｖ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ｉｎ ｄｅｐｔｈ ａｎｄ ｗｉｄｔｈ， 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ｎｇ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ｆｕｌｌｙ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ｔｏ ｓｏｍ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Ｓｏｍ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ｕｓｅｄ Ｓｈｉｊｉ ａｎｄ Ｈａｎｓｈｕ ｔａｂｌｅｓ ｔｏ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ｔｈｅ ｐｒｅｊｕｄｉｃｅ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ｎｏｎ⁃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ｗｈｉｃｈ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ｐｔｈ 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ｈａｖｅ ｎｏ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ａ
ｔｈｏｒｏｕｇｈ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ａｂｌｅｓ. Ｂ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 ｂｙ Ｅｕｓｅｂｉｕｓ ｏｆ Ｃａｅｓａｒｅａ ｗｉｔｈ Ｓｈｉｊｉ ａｎｄ Ｈａｎｓｈｕ ｔａｂｌｅｓ， 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ｂｏｔｈ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ｓｉｓｔｉｎｇ ｏｎ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ｄｉｖｉｎｅ ｖｉｅｗｓ ｉｎ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ｔａｂｌ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ｉｎ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ｔｉｍｅｓ ｆａｉｌｅｄ ｔｏ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ｙ ｉｔｓ ｇｅｎｒｅｓ ｔｏ ｃａｐｔｕｒ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Ｎｉｇｅｒｉ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７０ｓ －１９８０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 ／ Ｗａｎｇ Ｙａｎ

Ｎｉｇｅｒｉａ ｏｃｃｕｐｉｅｓ ａ ｖｉｔａｌ ｐｌａ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ｋｎｏｗｎ ａ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ｉｅｓｔ ｂｉｒｔｈｐｌａｃｅｓ ｆｏｒ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ｅ Ｉｂａｄ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ｒｅ ｂｅｙｏｎｄ ｄｏｕｂｔ. Ｎｅｖｅｒｔｈｅｌｅｓ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ｏｆ １９７０ｓ，Ｎｉｇｅｒｉ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ｈａｓ ｕｎｄｅｒｇｏｎｅ ａ ｇｒａｖ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ｅ
ｅｎｒｏｌｌ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ｍａｊｏ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ｂｅｌｉｅｆ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ｎｇ 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ｅｍｅｓ， Ｎｉｇｅｒ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ｓ ａｔｔｅｍｐｔ ｔｏ ｔｈｅｏｒｉｚｅ ｔｈｉｓ ｃｒｉｓｉｓ. Ｔｈｅｙ
ａｒｇｕ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ｆｏｒｃ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ｄｅ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 ｉｔｓ ｔｈｅｍ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ｎｅｇ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ｓ ｒｅｓｐｏｎｄ ｔｏ ｔｈｉｓ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ａ ｗａｙ ｔｏ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ｅｍｐｉｒｉｃ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ａｎｄ ｔｏ ｐａｙ ｍｏｒ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Ｔｈｅｙ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ｅｘｐ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ｅｍｅｓ ｏｆ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ｏ ｅｔｈｎ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ｏｐｉｃｓ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Ｐｏｓｔ⁃Ｐｏｓｔ⁃Ｚｉｏ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ｓ 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 ／ ／ Ｚｈａｎｇ Ｑｉａｎｈｏｎｇ， Ｈａｎ Ｂｏｙａ

Ａ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ｓ ｈａｖｅ ｒｅ⁃ｅｘａｍ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ｎ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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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ａｔｅ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ｈｅｙ ｓｈａｒｅ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ｕｐ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ｂａｔ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Ｚｉｏ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Ｚｉｏ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ｙ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ｔｏｐｉｃ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Ｊｅｗｉｓｈ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Ｊｕｄａｉｓｍ， Ｚｉｏｎｉｓｍ，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ｉｓｍ，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ｓ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Ｉｓｒａｅｌｉ⁃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ｓｔａｔ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ｉｓ，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ａ ｎｅｗ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ｗｉｔｈ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ｉｓｍ”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Ｔｈｉｓ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Ｚｅｉｔｇｅｉｓｔ， ｔ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ｈａｓ ｔｏ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ｅ
ｗｉｔｈ ｂｏｔｈ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ａｐｐｏｉｎｔｍｅｎｔｓ. Ｗｈｉｌｅ ｉｔ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ｅｍｂｒａｃ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ｉｔ ｍｕｓｔ ａｌｓｏ ｆａｃｅ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Ｔｈｅｓ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ｓ ａｒｅ ｃａｌｌｅｄ “Ｐｏｓｔ⁃Ｐｏｓｔ⁃Ｚｉｏｎｉｓｔｓ” . Ｔｈｅｉｒ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ｓｙｍｂｏｌｉｚｅｓ ａ ｔｕｒｎ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ｔｈｅ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ｎｅｗ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ｓ 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 ／ ／
Ｚｈａｎｇ Ｚｕｏｃｈｅ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１９７０ｓ ｔｏ ｔｈｅ ２０１０ｓ， ａｆｔｅｒ ４０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ｓ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ｈａｖｅ ｍａｄｅ ｇｒｅａｔ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 ｔｒｅｎｄ ｆｏｒ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ｉｓ ｔｏ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ｔｈｅ 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ｓｕｃｈ ａｓ
ｗｏｒｋｓ ｏ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Ｅｐｏｃｈ）. Ａｓ 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ｄ ｉｎ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ｉｔ ｉｓ
ａ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ｉｍｅ ｕｎｉｔ ｔｈａｔ ｌａｂｅｌｓ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ｉｎｃｅ １８００. Ｔｈｅ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ｗｈｉｃｈ ｔｏ ｍａｋｅ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Ｊｏｈｎ Ｒ. ＭｃＮｅｉｌｌ ａｎｄ Ｄｉｐｅｓｈ Ｃｈａｋｒａｂａｒｔｙ ｈａｖ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ｆｅｒ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ｔｏ ｇｅｔ ｂｅｙｏ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ｅｎｔ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ｏ ｓｈａｐｅ ａ ｎｅｗ ｆｏｒｍ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ｂｙ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ｔｓ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 ｈａｖｅ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ｖａｌｕｅ ｆｏｒ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ｓｔｓ’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Ｊｉａｎｇ Ｄａｃｈｕｎ'ｓ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 ／ Ｗａｎｇ Ｙｅｙａｎｇ

Ａｔ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ｅｒｉｏｄ， Ｊｉａｎｇ Ｄａｃｈｕｎ'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ｈａｄ
ａ ｇｒｅａ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ｗｏｒｋｓ， ｈｅ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ｈｏｗ ｔｏ ａｐｐｌｙ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ｔｉｃ ｖｉｅｗ ｔｏ
ｇｕｉｄ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ｗｅｎ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ａｆｔｅｒ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ｈｅ ａｇａｉｎ ａｔｔｅｍｐｔｅｄ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ｌｉｎ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ｇｉａ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ｇａｉ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ｉｓ ａｔｔｅｍｐｔ ｉｓ ｉｍｍａｔｕｒｅ， ｉ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ｈｉ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ｓ ａ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Ｌｉｎ Ｔｏｎｇｊ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Ｈｉｓ Ｙｅａ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 ／ Ｄｏｎｇ
Ｃｈｅｎｇｌｏｎｇ

Ｌｉｎ Ｔｏｎｇｊｉ（Ｔｕｎｇ⁃Ｃｈｉ Ｌｉｎ）， ｋｎｏｗｎ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ｆｏｕｎｄ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Ｗａｒ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 ｗｒｏｔｅ ｈｉｓ
ｍａｓｔｅｒ'ｓ ｔｈ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ｉｓｓｕ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８ｔｈ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Ｈｅ ａｒｇｕ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ｔｗｏ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Ｔｉａｎｘｉａ”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ｄ ｔｏ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ｎｅ ｗａｓ ｔｈｅ “ｈｅａｄ ｑｕａｒ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ｉａｎｘｉａ Ｐｒｏｐｅｒ” ｅｑｕａｌ ｔｏ ｔｈｅ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ｌ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ｅｎｃｏｍｐａｓｓ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ｒｂａｒｉａｎｓ ａｓ 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ｏｆ Ｔｉａｎｘｉａ”. Ｔｈｅ ｔｅｎｓ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Ｔｉａｎｘｉａ” ｄ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ｗａ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Ｈａｎ ｐｅｐ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ａｎｄ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ｂａｒｂａｒｉａｎｓ.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ｗａｓ ｔｏ ｕｎｉｔｅ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ｂａｒｂａｒｉａｎｓ
ｗｉｔｈ ａ ｈｉｇｈｅｒ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Ｓｉｎｉｃ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ｂａｒｂａｒｉａｎｓ， ｉ. ｅ. ， ｔｏ “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ｂａｒｂａｒｉａｎｓ ｗｉｔｈ
ｂａｒｂａｒｉａｎｓ”.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ｔｈｉ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 ｂａｓｉｃ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ｒｕｌｅ
ｂｙ ｔｈｅ Ｍａｎｃｈｕ， Ｈａｎ，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Ｈｕｉ ａｎｄ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ｇｒｏｕｐｓ.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Ｗａｒ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 Ｅｒａ”，
Ｌｉｎ ｄｒｅｗ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ｏ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ｕｐｈｏｌ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Ｓｉｎｉｃ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ｅ ａｌｓｏ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ｄ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Ｗａｌｌ ｔｏ ｆｕｌｌｙ 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ｔｒｉｂ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ｉｎ ｆｒａｍｉｎｇ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ｈｅ ａｖｏｉｄｅｄ ｔｈｅ ｂｉａｓ ｈｅｌｄ ｂｙ ｓｏｍ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ｗｈｏ ｏｖｅｒ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ｄ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Ｂｙ ｄｏｉｎｇ ｓｏ， ｈｅ ｈｅｌｐｅｄ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ｄａｙ'ｓ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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